
人口流动、信息媒介与公众环境知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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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流动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本文基于 CGSS2013 数据，以流动性

理论为分析视角，以信息媒介为中介变量，将环境知识分为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

境知识，分析了人口流动、信息煤介对公众环境知识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口

流动对日常环境知识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对专业环境知识无直接影响。传统煤介对

日常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大于网络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同时，相对于

传统媒介来说，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更大。中介分析发现，人口流

动通过传统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的间接影响更大，网络媒介在人口流动与专业环境

知识之间的中介效应更大。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不同信息媒介在传播不同环境

知识方面的效应存在差异，这有助于在流动性社会中完善普及环境知识的相关政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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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包括生态建设和社会建设两大方面 ( 洪大用，2013) 。其中，公众的环境知识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人文基础。社会学讨论的公众环境知识主要是指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

包括对环境问题成因、环境问题影响、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治理等内容 ( 洪大用、范

叶超，2016; Jensen，2002) 。有关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及其社会效果的研究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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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 洪大用，2013) ，以往多项研究表明，环境知识能对

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产生积极作用 ( Stern，2000; 朱慧，2017; 施生旭、甘

彩云，2017) 。目前我国主要依靠学校、企事业单位对公众开展环境知识教育。这

些制度性的环境教育机制对公众普及环境知识发挥了正向功效。但多项实证研究表

明，现阶段我国不同社会群体的环境知识水平较低 ( 王文略等，2018; 朱慧，

2017) ，极大地制约了公众环境行为水平的提升。落实和巩固生态文明制度需要结

合时代特征，采取多元渠道面向公众传播环境知识，推动公众环境知识的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提升，人口、物质、资本和信息等要素在

全球范围内形成流动。与早期工业化的固态特征相对应，流动性被视为现阶段现代

性的主要特征。其中人口流动是流动社会的基础，人口流动又进一步促进信息等要

素的流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促进了人际关系与知识的交融互通。在此

情况下，人们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渠道获取的知识量大幅增加，网络媒介在传播

知识信息方面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 ( 刘少杰，2012) 。

现代中国正进入流动性社会。流动性既是我国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 ( 吴越菲，

2017) ，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 ( 洪大用，2017) 。因此，我国社会治理应积

极面对这一基本事实 ( 张康之，2019a) 。流动性社会背景下，面向社会公众传播环

境知识，既要面对人口流动性大、传播对象不固定的困局，也要借助流动性资源拓

展环境知识的传播渠道。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存在大量流动人口，特别是从农村进

入城市的农民工，国家和社会应向他们提供更多环境教育服务，但问题是常规性环

境教育又难以覆盖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另一方面，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也为流动人口

获取现代科学环境知识提供新的资源和渠道，而信息媒介为环境知识的普及带来便

捷。现有部分研究已证明了网络等信息传播渠道能提升人们的环境知识 ( 程萧潇、

孟伦，2016; 周全、汤书昆，2017 ) ，但是现有研究并非基于流动性视角，缺乏从

流动性要素角度研究公众环境知识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根据信息媒介的类型和环境知识的深度，两个变量各自都还能进一步细分。对

于信息媒介，根据信息依托的媒介差异，可将其分为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两类。不同

类型的媒介，其信息内容、信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也会存在差异，公众对不同媒介的

使用习惯和接受程度也会因人口特征而存在差异。对环境知识的类型划分有多重标准，

根据环境知识的深度和推广、应用领域的不同，环境知识可以划分为日常环境知识和

专业环境知识 ( 段文杰等，2017) 。日常环境知识源于公众直接的生活体验，称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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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经验知识或感性知识，而专业环境知识属于科学知识范畴，需要系统设计与论证，

属于理性知识 ( 张康之，2019b) 。现代社会里，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都会通

过信息媒介传播给大众。对信息媒介和环境知识进行类型划分，有助于比较传统媒介

和网络媒介在传播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方面的效果与机制差异，具有理论和

现实的双重意义。因此，本文基于流动性视角，以信息媒介为中介变量，探讨人口流

动、信息媒介对公众获取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机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卡斯特 ( 2001: 284) 认为全球化趋势下虽未完全形成全球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

但是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全球竞争下的弹性管理模式加速了高层次知识生产者的全

球流动，而以媒介为载体的信息传播对高层次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发挥了中介作用。鲍

曼 ( 2013) 也认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将瓦解传统的固态性，形成以人口、信息和资本

流动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分层模式。可以看出，主要的流动性理论学者认为，人口和信

息是全球化和信息社会主要的流动要素。但这种阐释停留于宏观理论层面，缺乏对中

观层面具体机制的阐释。因此，本文在流动性视角下，对以往有关人口流动、信息媒

介与公众环境知识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 一) 人口流动对环境知识的影响

人口流动是流动社会的主要体现，也是流动性社会的基础，人口流动会重塑人地

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 ( 吉登斯，2000: 18; 王谦、文军，2018) ，包括人与环境的分离

与重组 ( 鲍曼，2013: 9) 。人口流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社会群体间环境知识的交流，

流动人口对与环境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认识也会随之变化。首先，人际交流可以增强流

动人口与流入地人口的融洽程度，使其在融洽的人际关系中获取新的环境知识。国内

的相关研究从人际交流能促进环境知识信息共享的角度，指出进城农民在与城市居民

的人际互动中能获得更多环境知识 ( 何兴邦、周葵，2016) 。其次，除了人际关系层

面的融洽外，一些经验研究认为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区的程度更能提升其环境知识

水平，流入地社区的人群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会带动流动人口对环境知识的需求，

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的程度越深，他们的环境知识水平得到提升的可能性会更高 (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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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19; Qin ＆ Flint，2012) 。此外，流动人口并非单向接收新的环境知识，他们

在融入社区的过程中，也会向流入地居民输出流动人口以前拥有的本土性环境知识，

流动人口在双向互动中，对新的环境知识会加以辨别，能获取更高质量的环境知识

( Pfeffer ＆ Stycos，2002) 。以往的经验研究更多地分析了流入城市的农民与其环境知识

的关系，虽然有研究涉及到非农民的流动与环境知识的关系 ( Kamaludin ＆ How，

2016; Gu ＆ Ma，2013) ，但这样的研究相对较少，也欠缺对人口流动与不同环境知识

关系的讨论。基于以上文献的讨论，本文认为流动人口在已有日常环境知识储备的基

础上，也会从流入地获取新的日常环境知识。但是，相对于日常环境知识来说，专业

环境知识是在专业领域应用的知识，应用领域和推广面都较窄，对于流动人口来说，

难以获取比非流动人口更多的专业环境知识。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1a与假设 1b。

假设 1a: 相对于非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日常环境知识水平更高。

假设 1b: 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专业环境知识水平方面并无显著差异。

( 二) 信息媒介对环境知识的影响

信息传播是指信息通过各种媒介在不同的个人、组织和群体间进行传播、扩散

的过程。公众通过使用各类媒介，获取和扩散信息。较早的研究认为传统大众媒介

在传播环境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会播放或登载一些

对生态环境影响面较广、公众结合日常生活易于理解且较为常用的环境知识

( Ostman ＆ Parker，1987; Brothers et al.，1991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视、报纸

等传统媒介是公众接触日常环境知识最有效的途径 ( Sampei ＆ Aoyagi-Usui，2009;

Lee，2011; Chan，1998)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媒介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

环境知识的传播亦受此影响。环境主义者借助网络媒介传播环境知识和环境信息

( 卡斯特，2006: 150) 。近年来，一些研究发现网络社交媒介对提升公众的环境知

识水平有良好效果 ( Ｒobelia et al.，2011; Westerman et al.，2014) 。但前述研究只

单独分析了网络媒介对环境知识的影响，缺少关于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对日常环境

知识的影响差异的比较。电视、广播和都市报刊等传统媒介为了留住和吸引更多受

众，他们需要传播更多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信息，以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相对于专业环境知识来说，日常环境知识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联系更紧密。因此，

本文认为传统媒介对提升公众日常环境知识水平的能力强于网络媒介。与日常环境

知识的直观性和实践性相比，专业环境知识具有抽象性和理论性，公众难以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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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实践中获取专业环境知识。因此，专业环境知识更需要通过媒介对公众进行普及。

但是大多数公众的日常生活对专业环境知识的需求较少，只有少部分公众在特殊情境

下才会对专业环境知识有需求。所以，传统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传播量也相对较少。

相较于传统媒介，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在大众中的普及更具便捷性和广泛性的优

势。传统科普机构利用迅速发展的网络媒介，面向公众普及包括专业环境知识在内的

科学知识。一项针对学生的研究也表明，学生在获取一些日常生活中难以获取且重要

的环境知识时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互联网，其次是报纸，再次是电视、学校教育和期

刊，互联网的重要性是书籍的五倍 ( Keinonen et al.，2014 ) 。因此，网络媒介对专

业环境知识的影响强于传统媒介。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2a与假设 2b。

假设 2a: 公众使用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的频率越高，其日常环境知识水平也会

越高，其中传统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的影响大于网络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的影响。

假设 2b: 公众使用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的频率越高，其专业环境知识水平也会

越高，其中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大于传统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

( 三) 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环境知识的影响

前文的论述主要涉及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此外，人口

流动还会通过信息媒介间接影响环境知识。首先，相较于未流动人口来说，流动人

口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情感投入和人际信任会有所降低 ( 王波，2007 ) 。在这种情

况下，他们从人际交往渠道获取新知识的可能性减少，转而会更多依赖传统媒介和

网络媒介获取包括环境知识在内的信息。其次，虽然以往的研究提出了 “信息赋

权”和“信息鸿沟”两种观点，但二者在理解流动人口的信息媒介使用方面存在共

同点。信息赋权论认为人口在流动过程中通过网络媒介，能获取多方面的社会支持

和新的知识信息，进而有助于其融入流入地 ( Dekker ＆ Engbersen，2013) 。信息鸿

沟论则主要认为流动人口接受信息的机会、能力和内容与流入地人口并不一致，流

动人口内部也会有信息媒介利用能力的差异 ( 吴丽丽，2017; 刘谦、陈香茗，

2017) 。但信息鸿沟论也强调农民工在流动中会通过信息媒介能获得比以往更多的

环境知识 ( 聂伟、梁婷婷，2019 ) 。需要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认为流动人口使用

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的频率与目的存在差异。早期的研究发现，报刊是流动人口获

取新闻资讯和日常生活知识的主要来源 ( 托马斯、茲纳涅茨基，2000: 13 ) 。在电

视普及的年代，电视是流动人口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 ( 杭孝平，2009) ，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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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通过电视获得社会资讯、健康知识等日常信息 ( 郑素侠，2012) 。随着网络社会

的崛起，网络媒介代替电视等传统媒介，成为流动人口主要使用的信息媒介。与通

过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介获取日常生活知识有所不同，网络媒介在流动人口社会资

本形成、身份建构等方面发挥着区别于传统媒介的独特作用 ( 丁未、田阡，2009;

高涵，2014; 侯东栋、王晓慧，2018) 。流动人口还能通过网络媒介方便地交流最

新的专业知识 ( 石雅洁，2021) 。这说明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能为流动人口提供不

同类型的知识。虽然以往的研究较少专门探讨人口流动、信息媒介与环境知识三者

的关系，但结合前文有关传统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影响更大，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

知识影响更大的分析，以及流动人口通过电视、报刊传统媒体获取日常生活知识，

本文认为，传统媒介在人口流动与日常环境知识之间的间接效应大于网络媒介的间

接效应，网络媒介在人口流动与专业环境知识之间的间接效应大于传统媒介的间接

效应。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3a与假设 3b。

假设 3a: 分别以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为中介变量，人口流动对日常环境知识有

正向间接影响，传统媒介的中介效应大于网络媒介的中介效应。

假设 3b: 分别以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为中介变量，人口流动对专业环境知识有

正向间接影响，网络媒的中介效应大于传统媒介的中介效应。

( 四) 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流动性要素对环境知识的影响情况，分析

人口流动与信息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第二，虽然有信

息赋权论和信息鸿沟论两种作用机制的争论，但对不同信息媒介对不同类型环境知

识作用机制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在进行中介机制分析时，将比较

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与专业环境知识影响的差异。基于以上研究问

题，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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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变量与测量

( 一) 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的 “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项目 2013 年采集的数据，即 CGSS2013。① 该项目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样本

覆盖了全国 28 个省份的 491 个村 /居委会。村 /居委会内部的抽样采取地图抽样法获

取被访家庭户，末端的家庭户内的抽样采用 Kish 表，从满 18 岁的家庭成员中抽取

一人进行访问。总共抽取 12000 个调查对象，最终获得 11438 份有效问卷。

( 二) 变量及其测量

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人口流动与信息媒介对公众环境知识的影响。公众环境知

识是本文的因变量。CGSS2013 问卷利用 10 个题目构成环境知识量表。② 被访者对

10 个题目的表述分别进行判断，在重编码过程中，被访者判断正确，编码为 1，

判断错误或不知道，编码为 0。10 个题目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 826，信度水

平较高。按照表面效度，重编码后的 10 个题目可以分为两组，其中第 7、8、9 三

个题目构成一组，其余七个题目构成一组。对两组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各自构

成一个综合变量，分别命名为专业环境知识和日常环境知识。专业环境知识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 602，信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日常环境知识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 808，信度水平较高。两个变量的得分越高，表示其对应的环境知识

水平越高。

2. 自变量与中介变量

人口流动是本文的自变量。本文以居住地的变化来界定人口流动。CGSS2013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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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截至目前为止，在公开的大型调查数据中，CGSS2013 是最新的包含环境模块的数据库。
这 10 个题目分别为: 1. 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 2.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 3. 含
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染; 4. 含氟冰箱的氟排放会成为破坏大气臭氧层的因素; 5. 酸雨的产生与
烧煤没有关系; 6. 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锁反应; 7. 空气质量报告中，三级空气
质量意味着比一级空气质量好; 8. 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 9. 水体污染报告中，Ⅴ ( 5) 类水
质意味着要比Ⅰ ( 1) 类水质好; 10. 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其中错误表述
项为 1、3、5、7、9，正确表述项为 2、4、6、8、10。



卷中有提问“您是哪一年来到本地 ( 本区 /县 /县级市) 居住的?”。有两个选项供被

访者选答，一是填写具体居住地变化年份，二是选择 “自出生起一直就住在本地”。

本文将该问题处理为“人口流动”变量，即如果被访者填写了具体的居住地变化年

份，说明其居住地有过变化，视为发生过 “流动”，编码值为 1; 如果被访者选择

“自出生起一直就住在本地”，则视为其居住地未发生过变化，视为未发生过 “流

动”，编码值为 0。

信息媒介是本文的中介变量，本文借鉴詹格 ( Jang et al.，2019 ) 等人的研究，

将信息媒介操作化为 “使用媒体的频率”。CGSS2013 问卷提问的题目为 “过去一

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是?”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

( 包括手机上网) 和手机定制消息共计 6 种。被访者针对每种媒介的使用频率有 5

个选项，分别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分别将五个选项值编码为

1—5，值越大，被访者使用媒介的频率越高。本文基于研究需要将该题编为传统媒

介和网络媒介两个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前四种媒介和后两种媒介的使用频率

分别综合为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的使用频率，综合后的值越大，说明公众使用该类

媒介的频率越高。两类信息媒介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 710 和 0. 671，信度

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3. 控制变量

本文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和现居住地共 5 个变量作为控制

变量。其中性别为二分变量。年龄为问卷调查年份 2013 减去被访者的出生年份，为

连续变量。教育水平根据最高的受教育程度对应的年限进行编码，没有受过任何教

育编码为 0，小学和私塾编码为 6，初中编码为 9，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和技

校编码为 12，专科编码为 15，本科编码为 16，研究生及以上编码为 19，该变量为

连续变量。收入为个人在 2012 年的总收入，以万元为单位，为连续变量。现居住

地以被访者受访时居住地类型为依据进行划分，原始问卷里包括 “市 /县城的中心

城区”“市 /县城的边缘城区”“市 /县城的城乡结合部”“市 /县城以外的镇”“农

村”共 5 个选项值。本文将前 4 项做为城镇并编码为 1，将 “农村”编码为 0，为

二分变量。

表 1 为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日常环境知识的平均分为

3. 91，专业环境知识平均分为 0. 77; 发生过流动的人口占比为 26. 06%，占样本量

的比例较小; 传统媒介使用频率的均值 9. 87，网络媒介使用频率的均值为 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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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 ( N =11438)

变量 数据类型 分布描述 取值范围

因变量

日常环境知识* 连续变量 平均数 = 3. 91，标准差 = 2. 26 0—7

专业环境知识* 连续变量 平均数 = . 77，标准差 = . 94 0—3

自变量和中介变量

人口流动 二分变量 未流动 = 0 ( 73. 94% ) ，流动 = 1 ( 26. 06% ) 0—1

传统媒介使用频率* 连续变量 平均数 = 9. 87，标准差 = 2. 92 4—20

网络媒介使用频率* 连续变量 平均数 = 3. 83，标准差 = 2. 32 2—10

控制变量

性别 二分变量 女 = 0 ( 49. 68% ) ，男 = 1 ( 50. 32% ) 0—1

年龄 连续变量 平均数 = 48. 59，标准差 = 16. 39 18—97

教育水平 连续变量 平均数 = 8. 77，标准差 = 4. 67 0—19

个人年收入 ( 万元) 连续变量 平均数 = 2. 38，标准差 = 3. 48 0—100

现居住地 二分变量 农村 = 0 ( 38. 61% ) ，城镇 = 1 ( 61. 39% ) 0—1

注: * 为更直观地呈现这些变量的分布情况，此表汇总的是这类变量原始得分加总后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后文的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将采用对这类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生成的数值。

四、分析结果

( 一) 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环境知识的影响

表 2 给出了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影响的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为便于比较不同因素对环境知识影响的大小，表中列出了标准化

的回归系数。在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影响因素的分析中，首先在控制变

量的基础上将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分别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然后再将上述变量同时

纳入模型。分析结果发现，模型 3 和模型 6 的调整 Ｒ2 值分别大于其它几个模型，说

明在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的分析中，这两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较优。因此，

下面主要根据模型 3 和模型 6 的分析结果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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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环境知识的影响①

变量
日常环境知识 专业环境知识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 ( 男 = 1)
. 051＊＊＊

( . 017)
. 045＊＊＊

( . 017)
. 048＊＊＊

( . 017)
. 027＊＊

( . 019)
. 025＊＊

( . 018)
. 025＊＊

( . 018)

年龄
－ . 116＊＊＊

( . 001)
－ . 119＊＊＊

( . 001)
－ . 120＊＊＊

( . 001)
－ . 042＊＊＊

( . 001)
. 011
( . 001)

. 011
( . 001)

教育水平
. 322＊＊＊

( . 002)
. 265＊＊＊

( . 003)
. 264＊＊＊

( . 003)
. 186＊＊＊

( . 003)
. 110＊＊＊

( . 003)
. 110＊＊＊

( . 003)

个人年收入
. 027＊＊

( . 003)
. 018*

( . 003)
. 015
( . 003)

. 053＊＊＊

( . 003)
. 027＊＊

( . 003)
. 027＊＊

( . 003)

居住地 ( 城镇 = 1)
. 133＊＊＊

( . 019)
. 118＊＊＊

( . 019)
. 112＊＊＊

( . 019)
. 083＊＊＊

( . 021)
. 050＊＊＊

( . 021)
. 050＊＊＊

( . 021)

人口流动 ( 流动 = 1)
. 031＊＊＊

( . 019)
. 030＊＊＊

( . 019)
. 002
( . 021)

－ . 000
( . 021)

传统媒介使用频率
. 108＊＊＊

( . 010)
. 108＊＊＊

( . 010)
. 096＊＊＊

( . 011)
. 096＊＊＊

( . 011)

网络媒介使用频率
. 049＊＊＊

( . 011)
. 048＊＊＊

( . 011)
. 175＊＊＊

( . 012)
. 175＊＊＊

( . 012)

N 11438 11438 11438 11438 11438 11438

调整 Ｒ2 . 234 . 241 . 242 . 080 . 101 . 102

注: ( 1)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 2) 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 3) 括弧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模型 3 的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对日常环境知识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相对于

没有流动的人群，流动人口的日常环境知识水平更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

( Pfeffer ＆ Stycos，2002; Qin ＆ Flint，2012) ，假设 1a通过验证。传统媒介使用频率

和网络媒介使用频率两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值分别为 0. 108 和 0. 049，这说明

使用两类媒介越多的人群，其日常环境知识水平越高，其中传统媒介使用频率对日

常环境知识水平的影响大于网络媒介使用频率对日常环境知识水平的影响，假设 2a

通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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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模型 3 和模型 6 分别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分析，检验了 2 个模型是否存在共线性情况。分析结果是，模
型 3 和模型 6 的 VIF平均值为 1. 48，最大 VIF值为 2. 14。2 个模型的平均 VIF值都小于 2，最大 VIF值都
远小于 10。因此可以说四个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风险 ( 谢宇，2010: 188—191) 。



模型 6 的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对专业环境知识没有显著影响，即无论是否

有流动，公众的专业环境知识水平并无显著差异，假设 1b通过验证。传统媒介使用

频率、网络媒介使用频率对专业环境知识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两个变量的标准化

回归系数值分别为 0. 096 和 0. 175。说明使用传统媒介、网络媒介越多的人群，其

专业环境知识会更高。相对于传统媒介来说，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更大，

假设 2b通过验证。

对比自变量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情况，一是人口流动只对日

常环境知识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专业环境知识并无显著影响。二是传统媒介使用频

率对日常环境知识的影响最大，而网络媒介使用频率对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更大。

总的来说，自变量影响两类环境知识水平的强弱程度存在差异。

( 二) 中介效应分析

为更完整地了解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环境知识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路径分

析方法，分析信息媒介在人口流动与环境知识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人口流动对环

境知识的直接效应。路径分析模型的整体适配度符合标准，见表 3。

表 3 人口流动对环境知识影响的效应分解

效应名 路径
日常环境知识 专业环境知识

效应值 SE p 效应值 SE p

中介效应
人口流动→传统媒介→环境知识 . 002 . 002 . 057 . 000 . 002 . 451

人口流动→网络媒介→环境知识 . 000 . 001 . 788 . 003 . 003 . 006

直接效应 人口流动→环境知识 . 030 . 008 . 000 － . 000 . 009 . 976

模型适配度 χ2 = 78. 460 CFI = . 994 TLI = . 958 ＲMSEA = . 047 SＲMＲ = . 011

注: 效应值为标准系数。

表 3 给出了人口流动对环境知识影响的效应分解情况。在日常环境知识方面，

传统媒介的中介效应标准系数为 0. 002 ( p = 0. 057) ，网络媒介的中介效应标准系数

为 0. 000 ( p = 0. 788) ，传统媒介的中介效应显著，而网络媒介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假设 3a通过验证。在专业环境知识方面，传统媒介作为人口流动与专业环境知识的

中介变量时，中介效应不显著 ( β = 0. 000，p = 0. 451 ) 。以网络媒介作为人口流动

与专业环境知识的中介变量时，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 β = 0. 003，p = 0. 006 ) ，网络

媒介的中介效应大于传统媒介的中介效应，假设 3b通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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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CGSS2013 数据，从流动性视角分析了人口流动和信息媒介对公众环

境知识的影响。与以往有关人口流动对环境知识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农民工和移民

等特定人群不同，本研究基于全国性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以一般性的流动人口

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结论更具有一般性和可推论性。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区分了

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比较了人口流动通过不同信息媒介对公众日常环境

知识、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效应。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如下三点主要结论。

首先，本文分别分析了人口流动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

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对日常环境知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相对于没有流动的人口

来说，流动人口的日常环境知识水平会更高，证实了人口流动促进日常环境知识水

平增长的结论 ( Wong et al.，2019; Qin ＆ Flint，2012; Cheung et al.，2014) 。人口

流动能促使环境知识在公众间的交流和互补，特别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城市

里的生活和工作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获取新的日常环境知识。但分析结果也显示，人

口流动对专业环境知识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相对于没有流动的公众来说，人口

流动本身并不会对流动人口的专业环境知识产生直接影响，这可能与大多数流动人

口难以直接接触到专业环境知识有关。

其次，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媒介、网络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都

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分析发现，虽然传统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的直接效应大于网络

媒介的直接效应，但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直接效应大于传统媒介的直接效应。

这不仅说明信息媒介确实能对公众的环境知识发挥教育功能，也说明两类信息媒介

对公众的环境知识教育效果存在差异。这与不同类型的媒介传播特征和承载的信息

特征有关。传统媒介需要传播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信息，才能吸引更多

受众和获得更多的媒介市场份额。日常环境知识与公众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因此，

传统媒介对公众日常环境知识的提升具有更大作用。公众的日常生活对专业环境知

识需求量较小，即使使用传统媒介传播专业环境知识，也难以达到精准传播。而网

络媒介便捷的搜索功能有助于实现专业环境知识的精准传播。因此，网络媒介对公

众专业环境知识水平的影响更大。

最后，本文进一步分别以两类信息媒介为中介变量，分析其在人口流动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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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显示，以传统媒介为中介变量时，人口流动对日常

环境知识有间接影响，对专业环境知识并无显著的间接影响。以网络媒介为中介变

量时，人口流动对专业环境知识有显著的间接影响，而对日常环境知识并无显著的

间接影响。部分证实了信息媒介在人口流动与环境知识之间的赋能作用 ( 郑素侠，

2010; Dekker ＆ Engbersen，2013) 。社会融入机制 ( Pfeffer ＆ Stycos，2002 ) 认为，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主要是指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的社会主流群体中，同等获取

社会资源和在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的动态过程 ( 崔岩，2012 ) 。其中，信息是流动

人口融入社会过程需要借助的资源。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共同构成现代信息和知

识的传播媒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进行社会融入需要从各种媒介获取新知识，如

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能获取最新的垃圾分类知识和环境保护技能等。媒介传播

的信息成为流动人口完成社会融入需要借助的重要资源。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在

人口流动与两类环境知识之间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中介作用。这说明，相对于非流

动人口来说，流动人口主要通过传统媒介获取日常环境知识，但在获取专业环境

知识方面，网络媒介的中介作用更加显著。综合第二和第三点结论，两类信息媒

介对两类环境知识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存在差异。如果说公众的日常环境知

识更多源于日常生活体验，专业环境知识更多源于系统的科学研究。那么，传统

媒介在传播日常生活知识方面的效果更好，而网络媒介在传播专业科学知识方面

的效果更优。

本文基于流动性视角对公众环境知识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流

动性社会中公众获取环境知识的机制的理解。在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需要重视

对我国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进行环境知识的普及，重视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对普及

环境知识的作用，构建提高流动人口环境知识的有效机制。同时，也需要注意，部

分人群并没完全适应流动性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制定普及环境知识的政策时，需要

有针对性的环境教育机制和制度对这部分人群输入环境知识，从而避免在不同人群

间形成更大的环境知识鸿沟。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在理论方面，流动人口在流动方向和社会阶层

等方面都存在多样性，但由于 CGSS2013 并未调查被访者流动前的城乡属性，本

文无从知晓被访者的流出地和流动方向，因此没有分析不同的人口流向对环境知

识的影响，也未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人口在环境知识水平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

这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利用更恰当的数据资料再进行研究。二是，从媒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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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讲，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也是环境知识重要的传播渠道，但由于缺乏这方面

的数据，本文只聚焦了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两类信息传播渠道对环境知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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